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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教育思想浅析 
李璠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  300191）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以来较早提出系统化教育方略的先驱，主张德智体美（情）意全面发展，兼具东西文化之长，将教育救国

的视线转移至普通民主，擘画出强国之梦的生动画卷，对当今教育思想变革仍不乏启迪意义。 

关键词：新民说；梁启超；教育思想 

 

20 世纪初，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在西风东渐、救亡图存的思想背

景下，策动了以“新民救国”为主旨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新民业

报》发表连载文章《新民说》，全篇共包括公德与私德、权利与义

务、进取冒险与毅力等共 20 节内容，较为系统的提出新民思想，

旨在培养塑造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国民，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进而实

现国家独立富强。 

“新民说”在考量与传播 20 世纪泰西国家民族观、国家观、

历史观、文学观的基础上，呼唤中国传统学术革命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从而成为近代中国促进国民进步、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思

想先导。《新民说》以较为完备的理论风靡学界并倾动群伦，胡适

曾肯定地说自己曾受了《新民说》的无穷恩惠，郭沫若也说“在他

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

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风采。”李泽厚肯定其“启蒙宣传家”的

历史作用和地位，并称赞他“做了当时革命派所忽视的广泛思想启

蒙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最早系统化提出近代中国教育方略，确定

了以德育为首要，德智体美（情）意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教

学方法上主张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上既不醉西风，

又不墨守传统，以新民之梦描述了一幅强国富民的美丽画卷。1 

一、“新民”思想的教育理念 

梁启超的“新民”对象经历了由官至民的转变。维新变法期间，

梁启超竭力赞助陈宝箴、黄遵宪等倡行新政，参与筹办《南学会》

和《湘报》，力主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并指出“即今日欲开

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

万事之起点。”变法失败使梁启超认识到自上而下的变革是行不通

的，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国民缺乏公德，智慧未开，因此将视

线转移至广大国民。“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

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因此，“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

道不可不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认为要“挽浩劫而拯生

灵”非“新造吾国民不可”，“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

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

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在

烽火连天的世纪之交，梁启超竭力主张“新民”的原因也在于此。 

梁启超的“新民”重点经历了由开民智向新民德的转变。清代

末期，严复是最早提出“新民”并大力予以倡导的学者，他在引入

斯宾塞的理论学说时指出，一国之贫富强弱治乱，归根到底取决于

民力、民智、民德之高下，国家富强之源是“鼓民力、开民智、新

民德”。而三者之中，以“开民智”为最急，以“新民德”为最难。

梁启超对此深感赞同，并在 1897 年给严复的信中写道，“今而知天

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

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对于“开民智”，梁启超曾大声疾呼“权

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

六七分之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进入 20 世纪，梁启超敏锐察觉到，中西之间的差距不仅是器

物层面和政治制度层面的差距，更在于深层次的国民思想道德水平

的差距。人不徒有“形而下”的生存，更应有“形而上”的生存，

泰西立宪国家有国民而无奴隶，在专制中国则有奴隶而无国民。因

此学习西方应从思想入手，“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1902 年，梁

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以“中国之新民”自称并肩负起推进道德

革命的重任，以图“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

群之道”，坚信“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 

二、“新民”思想的教育措施 

一是提倡“群育”教育观。在“爱国如焚，需饮冰止之”的梁

启超看来，教育无疑是新民德的不二法门，因此寄希望于通过教育

来提高国民素质，达到改良中国的目的。“他事无宗旨尤可以苟且

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对于教育的培养目标，梁

启超认为新世纪的教育宗旨应该转向受教育的主体和目标——人

才的培养和国民素质的提高，“目的就是提高作为人的人”。他强调

“中国第一要务”就是通过教育培养一代新的国民，这种“新民”

“备有人格”，德智体意美（情）兼具，“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

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2 

梁启超深刻认识到，中国人群体意识和国家观念十分薄弱，而

这正是导致国家民族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其文章中积极阐

发倡导群体观念的重要性，以期启发教育国民。近代“群”观念的

出现并引起知识分子关注始于严复，他在《原强》中介绍西方的社

会学时将其译作群学，同时基于西方社会学对“群”做了更加详细

的阐述，并将个体与群体作对比进行讨论。他以砖与墙，分子与矿

物质，细胞与动植物比拟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表示群体重于个

体。在《天演论》中严复说到：“两害相权，己轻群重”，“群己并

重，则舍己为群”。在严复的影响下，梁启超认为培养德智体固然

可以增强国民素质，然而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亦或“惟一身一家之荣

瘁是问”，亦或“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以如此之国民不足以与外国

列强竞争，因此施以群体性教育，淬炼其习性，培养其忠于国家的

群体意识。《新民说》的总体构架正是以利群为核心，以公德与私

德为两条主线进行的。无论是权利与义务思想，国家思想与政治能

力，还是自尊与毅力，都与“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可见，

“群”既是新民学说的出发点，也是新民学说的落脚点。3 

二是主张开办新式学校。梁启超认为教育的重要性在于，通过

教育改变中国落后状况比政治改革更为有效，而且实现新民理想离

不开基础的国民教育，因此发展教育才是当务之急，但以中国传统

的教育体制，无论是从教育内容还是考试制度都与新民思想背道而

驰。因此，梁启超新民的第一步便是改变传统的教育体制，主张废

除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兴办学校，引入西学。“欲兴学校养

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二十年

中，洋务派的官员们已经开始致力于引进西学，创办西式学堂。甲

午战败后，清政府在全国范围推广新式学堂，教学内容逐渐效法西

方，增加数学、音乐、体育等学科，然而实际情况与办学目的相差

甚远，教育改革收效甚微，梁启超对此十分不满，痛陈“学堂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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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提调，大率皆最工于钻营奔竟、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

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有

教育如无教育”。 

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凌辱激发了志士仁人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

自强意识，同时其先进的思想理念也使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众多先进

分子清醒认识到，教育为自强之道，育人为自强之机。梁启超认为，

“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

于学校”，其对新式学校的重视可见一斑。戊戌维新期间，他参与

了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在日期间主办了一所高等大同学校，以提倡

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英法名著为教材。通过考察明治维新的成

功经验，梁启超认识到日本迅速崛起与其学校教育培养的大批现代

化人才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参照日本对中国的教育体制进行规划

设计，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并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在《教

育政策私议》中，提出将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按年龄段划分为

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和成人期，分别对应幼儿教育、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成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雏形。此外，梁启

超还提出了实行义务教育的主张，展现其在教育方面无可比拟的前

瞻性。 

三是开办报社引进西学。办报宣传是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的重

要途径，也是梁启超最侧重的一种方式，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最具时

效性和影响力的传播媒介，他认为报刊“对于国民而为其响导者”。

梁启超指出，“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

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可见其对报刊宣传作用的重

视程度。从《时务报》、《清议报》乃至《新民丛报》，他不但主持

创办报刊，还一直担任主笔撰写文章宣传新民思想，他的绝大部分

文章也正是在报刊发表并广为流传。1901 年，梁启超撰写《卢梭学

案》一文并在《清议报》11 月、12 月两期连载，较为深入地研究

卢梭国民教育与改造的启蒙思想，随后发表在《新民丛报》的《新

民说》也是如此。这些文章介绍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给

当时处于闭塞中的中国民众打开了一扇科学认识世界的窗口，从更

加广阔的层面对民众进行近代政治思想意识的启蒙，为人们提供了

新的价值准则，不断引导并促进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 

针对中国人在长期专制统治下所形成的国民劣根性，梁启超在

引进西学方面也相当具有深度及针对性，涉及哲学、社会政治学说

和文化学术思想等多个领域，旨在向中国展现一个尽量完整全面的

西方的同时，为国民梳理新的道德规范。他先后撰述《政治学学理

摭言》《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

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

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意大利战国三杰传》

等。据统计，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介绍的西方学者、思想家、

科学家就在百人以上。这些译著较为系统的介绍了西方的价值观、

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及社会学领域的一些常识，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国

民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启蒙作用。 

三、“新民”文学载体革命 

近代报纸媒介的兴起，不仅为梁启超提供了启蒙民众的重要平

台，同时也为其发动文学革命提供了重要契机。梁启超将此前在文

坛占主导地位的桐城派文人之文与汉学家述学之文，都归于“传世

之文”的行列，认为在国家民族生死危亡之际，“觉世之文”才最

适合变革中国的政治课题要求，“新民体”由此产生。在《清代学

术概论》一书中，梁启超自己也概括了”新民体”的特点:启超夙不

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

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但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

学者竟效之，号 “新文体”。老辈则痛恨，低为”野狐”。然其文

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种魔力焉。尽管“新

民体”不是梁启超一人所为，同时代作家多有参与，但无疑梁启超

的贡献最大，且是这一文体的集成者。狭间直树指出，这一文体其

价值直接作用于现实的“政治课题”，其内核是“西方近代文明”，

而其语体则为“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语体。 

在此影响下，梁启超于 1902 年 11 月创办《新小说》，将戊戌

变法前开始的“小说界革命”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大力宣扬小说的

社会启蒙和教育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

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

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带头写作《新中国未来记》，融合演

讲、辩论、游记、新闻、译诗等多种文类，通过分别主张改良和革

命的两个主人公黄克强、李去病，表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理想。尽

管小说的创作未能取得成功，但其对小说的改革期待获得了社会的

积极响应。小说界革命把小说与新民救国的宏大目标联系在一起，

被推为文学之最上乘，提升了小说在文学体裁中的地位。随着小说

地位的提高和阅读需要，各类专门刊载小说的刊物纷纷问世，成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大家族。 

此外，受时代风气影响，梁启超在使用“小说”概念时，也常

常包含戏曲。在谈及小说界革命时，常将《西厢记》、《长生殿》与

《水浒传》、《红楼梦》相提并论。戏曲与小说都具有浅而易解、乐

而多趣的文体特征，而曲本在梁启超看来更是中国韵文学进化的巅

峰，因此戏曲应该和小说一样，作为“新民救国”的载体。1902 年

前后，梁启超亲自操刀戏曲革新，创作了《劫梦灰》、《新罗马》、《侠

情记》、《班定远平西域》等剧本，并在《新民丛报》、《新小说》上

刊载。“借雕虫之小计，寓遒铎之微言”，梁启超在每一部剧中，都

对启发蒙昧、改良群治的创作宗旨再三致意。他的剧作不仅重视议

论寄托，充满情感张力，且开创了“以中国戏演外国事”的先例，

影响甚远。借三尺舞台演绎中外兴亡故事，以曲词宾白叙写新民救

国情怀，成为文人的一时风尚。 

梁启超揭开了 20 世纪初文学革命的序幕，这也成为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先导。在促进社会变革实现新民德方面，梁启超既是思者，

又是行者。面对西学东渐的急风骤雨，梁启超乐观地预言，“盖大

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

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

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

宁馨儿以亢我宗也。”这也正呼应了梁启超“新民”二义，即“淬

厉其本有而新之，与采补其本无而新之”4，最终实现泰东文明与泰

西文明结合的最高境界——兼容并包、为我所用，从而为后世教育

发展确定了方向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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